
中央依法行使權力不容排斥
□宋小莊

回歸十五年來，有關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說法
可謂眾說紛紜。與美國不同，自1787年美國憲法制
定以來，其 「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基本確立。自
1688年英國 「光榮革命」以來，其 「議會至上」的
政治體制也基本確立，只是在英國以外不熟悉英國
憲政的人看來，還以為是 「三權分立」。然而，不
論是美式的 「三權分立」，還是英式的 「議會至上
」，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行政主導現象，特別在
有作為的美國總統、有作為的英國首相主政期間，
這種現象尤其明顯。戰後美國羅斯福，上世紀80年
代英國 「鐵娘子」等可以證之。

行政主導體制須予體現
可惜香港特區實行的是行政主導體制，但連行

政主導現象也體現不出來。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據
筆者的粗淺分析，問題可能在於：

一、特區行政長官未能正確主導。行政主導一
言以蔽之就是行政長官主導，也就是說，只要有正
確的、有利於 「一國兩制」和香港總體利益的政策
，行政長官即使得不到立法會的支持，又受司法的
挑戰，仍能不失時機進行主導，貫徹其施政。儘管
這不應當是常態，但根據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這
都是允許的，也是可能的。當然，在正常情況下，
行政長官應當在得到立法會的支持下施政，並採取
適當的措施應對司法的挑戰，來贏得司法的支持。

問題首先在於，行政長官有沒有這樣的智慧制
定這樣的政策。如果沒有這樣的政策，也就談不上
主導。其次，行政長官有沒有主導的意識。如果行
政長官自己也以為缺乏認受性，自慚形穢，以為到
了普選後才能主導，也就談不上主導。再次，行政
長官有沒有主導的決心。在有阻力的情況下，也可
以堅持。香港回歸以來，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均過
半，沒有理由不支持。至於行政長官有沒有正確的
政策、主導的意識和決心，既取決於行政長官自己
，也取決於其智囊和幕僚。如果其團隊沒有這樣的
認識，行政長官孤掌難鳴，也就難以主導。

二、未能正確理解香港基本法設計的政治體制
中中央、行政長官以及特區行政、立法、司法三者
之間的關係，也是可能的原因。

（一）對中央的有關職能存在的誤區，主要有：
1、將中央排除在香港政治體制之外，以為沒

有中央，特區也可以自行運作。這種認知不符合香
港基本法第12條關於 「香港特區直轄中央政府」的

規定，也不符合第45條第1款、第48條第（5）項有
關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任免主要官員的規定以
及其他相關規定。老實說，沒有中央的認同，香港
的政治體制根本不可能運作。例如：中央政府不作
出相關的任命、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提交備案的法律
作出發回（第17條第3款）、對香港最主要的法官
不作出備案（第90條第2款），香港特區還能運轉
嗎？故排斥中央在香港政治體制中的地位是不正確
的。

中央挺港保障政府運作
2、漠視甚至敵視中央對香港政治體制運作的

調整作用。香港基本法設計之巧妙，在於行政、立
法出現難以解決的矛盾時，中央可以運用法律規定
的機制去化解。在美國，行政、立法出現僵局，沒
有太多的解決方法，只能通過國會中的黨團領袖協
商。英國行政、立法出現僵局，磋商不成，只能由
首相解散議會，或由議會通過 「不信任案」，推倒
重來。香港基本法當然也允許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磋
商，甚至也授權行政長官有限度的職權來解散立法
會，但在僵局難解時，中央也可以向行政長官發出
指令（第48條第（8）項），讓行政長官發布相應
的行政命令（第48條第（4）項）來解決困局，該
行政命令是不能被立法、司法質疑的。

香港基本法設計之巧妙，還在行政和司法出現
僵局時，中央的作用也不可或缺。1999年1月29日
香港特區終審庭對 「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案（香
港俗稱 「吳嘉玲案」）作出終審判決。據此，特區
政府估計有161萬（其中第一代69萬）內地人士有
資格取得居港權，香港特區無法承受因該項判決所
造成的壓力，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報告了這一情況
，再由中央政府轉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解決了
迫在眉睫的社會危機。遺憾的是，香港有部分法律
界和反對派人士對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這一機制不
理解，還以為這是輸打贏要，干預司法，推翻終審
判決等等。其實，全國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推翻終審
判決，特區政府對該判決本身也是執行的。全國人
大常委會只是糾正了終審庭對基本法解釋的失誤，
對基本法的解釋而言，由於前者是授權者，後者是
被授權者（第158條），授權者是可以糾正被授權
者理解基本法的偏差的。這是顯見的道理，連終審
庭都表示遵守，為何香港有些人就是不接受呢？而
特區政府未就此普及基本法的教育，也當反思。

以上的事例和條文都說明香港特區包括其政治
體制都是直轄中央的。

（二）對行政長官和特區三權配置的關係存在

誤區。有人雖然承認香港特區實行行政主導，但把
該行政主導置於三權配置之下，這是不理解行政長
官的雙重身份的緣故。根據基本法第43條第1款和
第48條第（1）項的規定，行政長官既是特區首長
，又是特區政府首長。這種身份既可以合併，也可
以分開。作為特區首長時，行政長官只向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區負責（第43條第2款）。作為特區政府
首長時，行政長官除了要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負
責外，還要向立法會負責（第64條）。這是不難證
明的。

擺正特首和三權間關係
例如，根據基本法第73條第（9）項的規定，

立法會可以通過一定的程序彈劾行政長官，但即使
彈劾案獲得通過，也要報請中央政府決定。在此需
要說明：1、只有中央才有行政長官的任免權，特
區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機構有此權力。2、立法會所
彈劾的只是作為政府首長的行政長官，不是作為特
區首長的行政長官。作為政府首長的行政長官的地
位，與立法會是平行的，但作為特區首長的行政長
官，其地位高於立法會。所以罷免行政長官的權力
屬於中央政府。

又如，根據基本法第48條第（12）項的規定，
行政長官有 「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的特權
。香港回歸前，刑事罪犯的赦免權屬於女王，港督
都沒有赦免權。港督與行政長官何者的權力大，可
謂各有千秋。香港基本法將該赦免權授予行政長官
，說明行政長官法律地位的崇高。眾所周知， 「司
法獨立」是禁止行政干預司法的，特區政府包括其
首長是不能干預司法的。故行政長官行使的赦免權
是以特區首長的身份行使的，並非以政府首長的身
份。而行使赦免權並不干預司法。

以上事例說明，行政長官具有雙重身份，行政
主導的安排只能在三權配置之上，而不能在三權配
置之下。

立法會無權提 「不信任案」
（三）對三權配置之間存在誤區。香港特區政

府，有 「大政府」和 「小政府」兩種表述。所謂 「
大政府」，是指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都是 「大政府」的分支機構。所謂 「小政府」，專
指行政機關而言，不包括立法和司法機關。不論是
「大政府」還是 「小政府」，對行政、立法、司法

關係的誤區主要有兩個：一是以為行政機關必須對
立法會負責，只能由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二是以

為特區法院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只能由法院制
衡行政機關。這種行政受立法和司法雙重夾擊的主
張是錯誤的。

姑不論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有相互配合問題
，片面強調立法單向制衡行政也是錯誤的。主要理
由是：

1、行政向立法負責的範圍是有限的。根據基
本法第64條的規定，只限於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
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
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必須經立法會批准四
項，不能無限擴大。

2、立法會不享有 「不信任案」的權力。立法
會雖然可以啟動對行政長官的 「彈劾案」，但不能
啟動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 「不信任案」。理由
很簡單，如果政府首腦和內閣要員由議會產生，則
議會可以啟動 「不信任案」，例如英國、日本等國
。如果政府首腦和內閣要員不由議會產生，則議會
不能啟動 「不信任案」，通常也只能啟動對政府首
腦的彈劾案，而不能啟動對內閣要員的彈劾案，例
如美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都不由立法
會產生，所以立法會不享有 「不信任案」權。香港
特區立法會行使 「不信任案」 權，是對香港基本法
和各國憲政的無知，是自大狂的表現。儘管美其名
曰 「無法律約束力」，也是不合法的，制定法律的
機構做非法的事，是可悲的。

3、行政長官也可以制衡立法會。除有權依法
解散立法會外（第50條），行政長官還可以對立法
會通過的不符合香港特區整體利益的法案行使發回
重議權（第49條）。

司法制衡行政並非單向
提出司法單向制衡行政的說法也是錯誤的。理

由是：
1、行政長官對法官包括最高級的法官有任免

權（第48條第（6）項，第90條）。儘管香港特區
法官的任命要經由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
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的推薦（第88條），但行
政長官仍然可以拒絕對 「一國兩制」、對香港基本
法和特區政府懷有敵意的法官作出任命。

2、儘管行政長官沒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
但有執行該法的職權（第48條第（2）項）。在此
該法指基本法的各項條文以及有關的立法解釋，但
不包括司法解釋。一旦香港基本法的司法解釋與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出現矛盾，行政長官完全
可以不執行與立法解釋抵觸的司法解釋，以制衡司
法。

香港特區實行的是直轄中央的、行政主導的、
三權配置的政治體制。《老子第77章》云： 「天之
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因中央合法行使權力被地
方不合理地排斥，故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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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香港發生的種種事件，包括對特首的 「不信任動議」 、彈劾動議，以及否定人大常委會有權就「居港權」
釋法等問題，反映出某些人士刻意歪曲特區與中央的憲政關係，意圖否定中央依法對特區行使的權力。但事實上，
香港特區實行的是直轄中央的、行政主導的、三權配置的政治體制。沒有中央的認同，香港的政治體制根本不可能
運作，排斥中央在香港政治體制中的地位是危險的做法。

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種公權力中，行政權是性
質最為活躍的權力，其主動性特徵決定了其相對於其
他兩種具有較為被動性質的權力─立法權和司法權而
言，對社會事務應當做出更為積極回應。

香港回歸後，其權力體制架構的運作在《基本法
》所規定的框架內展開。由於《基本法》改變了港英
時期的立法會功能，使之從一個港督的立法諮詢機構
變為了一個真正的立法機構，並明確規定了行政與立
法的關係是 「互相制衡，相互配合」，這使兩者的關
係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橫向權力的特徵，行政長官當然
不可能像港英時期港督那樣實現對行政、立法的壟斷
，行政權力的運作也不時受到立法機構干擾，兩者關
係進而形成了制衡有餘，合作不足的局面。

中央在港推動民主政治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吳邦國委員長在紀念香港

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講話中明確指出，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行政主導，並在中央
和香港之間的權力關係上，再次重申了是一種授權和
被授權之間的關係。

對於吳邦國委員長關於上述兩個問題的論述，香
港社會的反應是強烈的。贊成者無不稱快，反對者則
對於香港政治體制體徵的 「行政主導」提出質疑。認
為，中央強調特區政治體制特徵的行政主導性，是中
央不想在香港發展民主政治的藉口。這種論調在香港
社會似乎還有相當的市場。

筆者認為，這種論調是不尊重事實和缺乏邏輯的
。首先，中央歷任最高領導人中有哪一位沒有強調要
在香港發展民主政治？其次，如果中央政府不想在香
港發展民主政治，那麼她完全不必在香港的政治體制
安排的問題上勞力費神構建這種行政和立法相互具有
牽制作用的體制。再次，中國的法定執政黨中國共產
黨對民主價值是高度認同的，其反覆強調 「沒有民主
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顯然，
對中央在香港發展民主政治的 「懷疑論」是站不住腳
的。

可能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反駁，既然中共願意在香
港發展民主政治，為什麼老是強調 「香港是一個經濟
城市」？既然認同民主價值，為什麼大陸民主政治發
展出現滯後？

對於這兩個問題，看來筆者是不得不略費筆墨作
出解答，以消除人們對於在內地和香港發展民主政治
問題的種種疑惑。

首先，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不論是內地民主政
治發展，還是香港民主政治發展，其方向都具有既定
性，即走向民主政治。然而在 「一國兩制」之下，其
民主的內涵會有很大差異；其次，內地和香港發展民
主政治的路徑是迥然不同的。就中國大陸而言，其對
於發展民主政治的道路充滿探索性，這將是一個具有
長期性的過程，只能以 「摸石頭過河」的方式艱難
探索。中共在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探索上所持有的謹慎
態度是由其所承擔的歷史責任所決定的。

「政治化」 將導致民粹主義
對於香港發展民主政治問題而言，情況就完全不

同了。由於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所存在
的問題並不是道路探索問題，而是依據基本法的相關
規定，如何平穩，有效、依步驟循序漸進推進的問題
。中央對於香港 「經濟城市」 性質定位，並非不願看
到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而是希望看到回歸後的香港
長期保持繁榮穩定，如果說還有什麼政治意圖的話，
那就是不願看到民主政治的弊端，如高度政治化後可
能出現的民粹主義，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帶來干擾。
依據《基本法》所構建的香港政治權力架構是帶有某
種程度橫向權力特徵的權力架構，其本身就是民主政
治構思下的產物。

既然如此，如何理解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特
徵呢？在行政長官要有實權的《基本法》關於香港政
制的立法原意的指導下，《基本法》在對三種權力主
體的權力配置上是作出了特別安排的。其中最為突出
的一點，是在行政長官的權力配置上作了特別的傾斜
。這種權力配置的傾斜使行政長官在整個權力結構運
作過程中處於核心和領導的地位，而所謂的 「行政主
導」的提法實際上是人們習慣於用突出行政長官地位
來描述整個政治權力運作的特點的一種稱謂。

從制度層面分析，行政長官的權力有哪些相對於
其他權力主體的優勢呢？而這種權力優勢又意味哪
些政治內涵呢？

行政長官具有超然地位
首先，是體現在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高於其他兩

個權力主體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具有雙重
屬性，他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地方首長」，也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政府首長」，既對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也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兩個
「首長」 的法律地位和其所必須承擔的 「雙重責任」
使之必須具有相對於其他兩個權力主體更大的權力。
根據《基本法》的相關規定，行政長官在香港通過選
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顯然，對特首
所規定的兩個 「負責」的條款所要求的是特首既要在
香港實現高度自治中發揮主導作用，也要成為中央在
香港行使權力的執行者。

其次，是體現在針對對行政長官具有制衡作用的
立法會權限的限制上，而對制衡者權力的限制實際上
是對被制衡者權力的傾斜。《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明
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
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
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
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
官的書面同意。」通過這種對立法會個別議員或議員
聯名提案權的限制，實際給予了行政長官在上述三個
大的方面立法提案准入權。

再次，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奉行司法獨立，其
司法機關行使審判權，終審法院還享有終審權，而行
政長官卻擁有依據法定程序任命各級法院法官的
權力。

從上面，尤其是前兩點，我們是不難看出，中央
是決意要通過賦予行政長官實權（行政長官要有實權
──姬鵬飛的原話）的立法原意來構建 「行政主導」
的政治體制的。

香港回歸後，圍繞香港政治體制特徵的爭論持續
不斷。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學術爭論問題，但就
本質而言，卻是一個具有深刻政治內涵的問題。中央
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行政主導

，以此來降低較具民意性的立法機構假所謂民意、與
中央政府對抗或博弈的能力。中央的這種意圖旨在消
除港英當局的 「民主抗共」、 「民主拒共」、 「還政
於民」伎倆的所謂民意基礎。我們不要忘記的是，港
英政府當年玩的那一套幾乎都是基於增強民意這一策
略上。然而香港的反對派則提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 「
三權分立特徵論」，以此來說明代表民意的機構──
立法會並不受制於行政長官，並將 「行政主導」視之
為 「否定與阻礙本港民主發展、壓縮政黨政治發展空
間的藉口」。由此看來，在行政，立法關係上的行政
主導論和三權分立論之間發生爭論的本質是香港是否
應該接受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權力的問題。

觀察香港回歸後的十五年的狀況，我們不難發現
，在行政、立法的關係上出現困難的時候，反對派議
員往往借助社會力量對行政長官施壓，且歷任行政長
官都成為了反對派肆意攻擊的靶子。醉翁之意不在酒
，反對派明的目標是對準行政長官，實則是向中央發
起挑戰。因此，我們應該對此保持高度警惕。

今年元旦，香港的反對派議員精心籌劃了 「倒特
首」的大遊行，而香港的建制派議員也反其而動員，
舉行了 「撐特首」的大遊行。這種情況給人們的印象
是香港社會似乎出現了政治分裂，其實不然。 「倒特
首」遊行的策劃者以危言聳聽的口誇大參與遊行者
的數字，這極容易模糊我們對香港是一個理性社會的
客觀判斷。

善用手中權力有所作為
梁振英作為新任不久的特首，其執政之初為什麼

就遇到如此強烈的阻力，對其人身的攻擊也似乎遠遠
超出了人們的想像。這似乎不太符合民主政治中，行
政立法具有短暫 「蜜月期」的常規狀態。有評論認為
： 「由於現任特首梁振英很久以前就被反對派成功地
在輿論中塑造為 『左仔』，對一些敏感問題，如香港
反對派最害怕的23條立法的態度曾有比較明確的表示
，他此次以黑馬姿態成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令那些
長期採取敵視態度的政客，產生了更多的擔憂。或者
，正是因為梁振英對香港反對派的威脅更大，反對派
更加不願他在特首的位置上有所作為。」

反對派做出攻擊舉動的本質固然要揭露，行政長
官以理性的態度對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也是必要
的。即使是在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的國度裡也有強勢
領導人和弱勢領導人之分，也有行政和立法機構的相
互鬥爭。作為政治人物，特首必須做到不要給對手留
下可以發起攻擊的瑕疵。行政長官還需要靈活運用制
度層面所賦予的廣泛政治權力並結合政治技巧，政治
信念，政治謀略等因素來推動施政。例如立法會可以
在沒有制度規定的情況下實現擴權，進而產生較大的
社會影響，而受到制度規定如此權力傾斜的行政長官
為什麼就做不到？等等這些都是特首要實現順利施政
所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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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可以在沒有制度規定的情況下實現擴權，進而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而受到制度規定如此權力傾斜的行政長
官為什麼就做不到？這些都是特首要實現順利施政所必須做的。行政長官需要靈活運用制度層面所賦予的廣泛政治權力
並結合政治技巧，政治信念，政治謀略等因素來推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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